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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重大杀人案主犯精神鉴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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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有关一些重特大杀人案件的罪犯是否需要精神鉴定渐渐地成为社会焦点话题，也是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专家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这些对曾经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犯罪分子，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观犯罪呢？对于这些犯罪分子们是不是有必要进行精神方面的鉴定？如果真的鉴定为这些“杀人恶魔”有精神障碍，是否需要免除这些人的刑事处罚？等等这些问题都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

    我认为，对一些重特大杀人案件的主犯进行精神鉴定是很有必要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仔细观看了很多经典案例，并查阅了一些早期的书籍以及近期的社会现象和司法鉴定的依据。我会跟据一些经典案例和最新的案件带来的社会效应及争议焦点来加以说明并予以佐证我的观点。

第1章 重特大杀人案件的罪犯是否需要精神鉴定


     精神病人杀人现象，既是法律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我国刑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和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产生的危害行为，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有些人对这一条规定并不理解，认为即使是精神病人杀人了也应该被判处死刑。

1.1、刑事犯罪中何时需要进行精神鉴定

是否患有“精神病”这一结论，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对于判决结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司法精神病鉴定在维护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与保障社会免于受危险精神病患者之危害间，存在了相当大的矛盾与冲突。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精神病人犯罪并负刑事责任的，有两种情形：第一，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第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

由此可见，精神鉴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是否服刑，服刑轻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致命的影响。首先我们应当尊重精神病人的权利，我们要依据法律。如果这两个问题都得到肯定的话，那么，我认为申请做精神病鉴定就应该是普遍权利，包括“杀人魔鬼”在内。

既然法律为精神病人设置了“豁免”条款，那么，对被申请的嫌犯做精神病鉴定，也应当是程序和正义的必然要求。

1.2 、现阶段精神鉴定的主要方法

②司法精神病学致力的就是要解决因精神障碍而导致的种种社会与法律法律问题，而司法精神病学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集中体现在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上，事实上，司法精神病学也将因精神疾患涉及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事件而导致与法律发生之关联之精神医学纳入其研究领域。换言之，司法精神病鉴定也称为精神病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由一定的机关、组织或单位运用法精神病病学的知识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病状况作出客观判断的活动。

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理论界还有人称其为法精神病学鉴定即“利用法精神病学学科专业知识对一定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进行的鉴定”。我国《司法鉴定职业分类规定（试行）》（参见司法部司发通[2000]159号）。将司法精神病鉴定称为“法医精神病鉴定”即“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 

    具体提出司法鉴定首先需要宣告申请：精神病人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与精神病人存在民事关系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次司法鉴定由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可对被申请人进行鉴定。并且指定监护人，在宣告被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同时，法院可根据申请，指定监护人。也就是说，指定监护人并非这类案件的必经程序，只在利害关系人有申请时法院才能指定监护人。

    另外，撤销申请的话，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其监护人有权申请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在原判决撤销前，被宣告人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按照法理当然也就不能在没有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参加诉讼活动。但监护人可能出于特定原因不行使撤销申请权，使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从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利益出发，法律给无民事行为人、限制民事行为人开了“绿灯”。
  1.3 、重特大杀人案罪犯是否需要精神鉴定以及原因

从历史传统来看，“杀人偿命”无论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法律社会文化渊源和演变，它几乎都是一个简单的信条；这种简单的信条一直成为我们内心深处思维定势，特别是对于一个法治思想启蒙史不足百年的中国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现代刑法学看来，对犯罪可追究刑事责任，即犯罪的可司法性的一个基本的公设来源于：人应当、且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一般的成年人能够辨认、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就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一公设与欧式几何的公理体系有机构上的相似之处。当我们发现有存在一些人，他们不能辨认，或者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再要他们承担责任就会出现“前提消失”的逻辑错误。

我国现行《刑法》第18条前半部分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法理渊源。

熊振林被控杀人案共有八人死亡（参见《新浪网》新闻中心2009.2.25），案中血腥和残忍的细节，对全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震惊和打击，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受害人家属亲友的沉痛悲伤和愤怒。但如果我们全社会对熊振林也只有“杀人偿命”的简单信条，以这种心理定势来蒙障我们理性分析的眼睛，我们就很自然的把熊振林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仅仅是一个遇溺者临死前抓住的一根稻草，而不能正确地看待这种申请的正当性。

第2章 探究经典案例犯罪分子的主犯行为和心理，鉴定结论认定为这些有精神疾病的，如何判处。

 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对无法辨认、无法控制行为的罪犯，可以免除刑罚。对于无法辨认、无法控制的人的行为与自然力、动物的行为并无两样。无法辨认、无法控制的行为不应该被追究刑责，就像是我们不可能将动物、自然灾害追究刑事责任一个道理。这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志，理性的标志。

2.1、犯罪分子的主犯行为和心理，鉴定结论认定为这些有精神疾病的，如何判处

     上社村是潮州市饶平县最偏远的村庄之一，距离县城超过40公里。村庄四面环山，有四五百户人家，均以种茶为生。村民们敦厚质朴，热情好客，历史上鲜有刑案发生。然而，2009年春节，一起杀人大案打破了山村多年的平静。(载《南方周末网》“疯汉”杀人艰难免刑2010.9.10)

　　这一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一，晚上七时左右，村民许静正和小女儿许小乐一起看电视，儿子许小齐在浴室洗澡。许家一家五口人，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外工作没有回家，小女儿刚上大学，寒假回来与家人团聚。男主人许志明是中学教师，当天因为去15公里外的学校开会，没有回家。灾难在没有任何预兆下发生。许家的玻璃突然被人敲碎，许静打算到外面看个究竟，刚一开大门，一个男子手持菜刀向她砍来，许静转身逃回客厅，男子追进屋去，将其砍倒。见许静的女儿许小乐吓得大叫，男子又挥刀向其猛砍。

    许小乐倒下后，凶手并没罢休，又冲向刚从浴室中出来的许小齐，后者逃回浴室，将门关上，凶手连砍带踢，将门弄开，正在双方搏斗之际，邻居们闻讯后赶来，将男子制服。后经法医检验，许静身受重伤，许小乐则当场死亡。许小齐则因躲进浴室，仅受轻伤。

让村民大感意外的是，砍人的男子竟是许家的后邻刘宝和。刘宝和平常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虽然被认为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但平时性情温和，极少与人发生冲突。

按照司法惯例，司法精神病鉴定只能由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启动，而实践中则多由公安机关送鉴，一旦嫌疑人被鉴定为有病，司法程序就此终止，嫌疑人要么送回家由其监护人看管，要么强制送精神病院治疗，通常不会起诉至法院。

而案件一旦到了法院，就说明公安局和检察院均未发现嫌疑人有精神问题，此时启动司法精神鉴定程序，往往被认为为时已晚。实践中，由于涉及警力、经费及其他原因，也鲜有法院直接将嫌疑犯送交作司法精神鉴定的案例。潮州中院一位法官认为，就刘宝和案而言，如果不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刘宝和没有任何轻判理由，几乎肯定将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然而由于刘宝和杀人动机不明，在二审时几乎可以肯定将被上级法院驳回。这样压力仍将回到潮州中院身上。

于是，潮州中院向潮州检察机关发函，要求对方就刘宝和案进行补充侦查，特别是明确提到对刘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检察机关最终同意。事后证实，正是这一举措，将刘宝和从死刑路上拉回。

我认为，现代刑法学看来对犯罪可追究刑事责任，即犯罪的可司法性的一个基本的公设来源于：人应当、且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一般的成年人能够辨认、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就要为此承担责任。当我们发现有存在一些人，他们不能辨认，或者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再要他们承担责任就会出现逻辑错误。

2.2、根据案例分析并发表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近几年来，重特大恶性杀人案件一再发生，已进入网络时代的社会舆论和司法界一再全过程的广泛高度关注，而关注的焦点几乎又再一次集中在犯罪心理分析和精神病司法鉴定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上。

如果说，当年的马加爵杀人案只是对社会舆论和司法界郑重提出了犯罪心理和精神病司法鉴定问题，之后发生的邱兴华杀人案则已经让全社会和精神心理界、司法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而去年的杨佳袭警杀人案在案件已尘埃落定后才被揭露的杨佳母亲精神病问题再一次拷问着我国现行的刑事案件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与否，对于我国的司法审判机关，已经是决不应该回避的问题了。参见《青少年人格塑造》马加爵案件的心理学思考。

第三章、论证重特大杀人案件的主犯进行精神鉴定的必要性

3.1、重特大杀人案件的主犯进行精神鉴定的必要性，了解特重大杀人案中主犯们的成长轨迹分析精神病人犯罪的心理过程

    1948年12月生于加州伯班克的埃德蒙·埃米尔·肯珀，他有两个妹妹，他的父母经常打架，并且最终分居。在肯珀小时候，便对死亡和杀人很感兴趣14岁时连肯珀的妈妈都认为他是一个“怪人”肯珀被送到一个独立的农村与自己的祖母祖父居住在一起，1964年8月，肯珀杀死了他们，当时肯珀被诊断为：“性格有问题，属于被动攻击型人格”并因精神问题被判关在阿塔斯卡罗州立医院中，法院不顾州心理医生的反对把21岁的肯珀放了出来，交由他的父母照顾，   1972年5月他持枪抢劫了两名佛雷诺斯州立大学的女学生，刺死了他们并进行了尸解，4个月后一名15岁日本学生也被肯珀所害。又过了4个月，肯珀杀死了卡布里学院的学生，之后肯珀的杀戮开始加速，1973年2月他让两名女生搭便车时杀死了她们，在周六的复活节凌晨他杀死了母亲，并在邀请母亲的朋友来时杀死了母亲的朋友，第二天清晨，在家中为警方留下一个纸条自首，接受审判时，肯珀解释了自己的杀戮这些年轻女人的动机：在活着的时候，她们对我很冷漠，不和我分享任何事，当她们死后，我十分确定，她们属于我了，这是她们能够属于我的唯一方法。”最终法庭认定肯珀精神没有问题，并需要为8起谋杀案件负责。（载犯罪心理画像》布莱恩·隐内 化学工业出版社）。

     重特大杀人案件的罪犯精神问题也受到社会心理学家们的重视和研究，尤其在心理学发展较早的欧洲，对于罪犯们，③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戈林是第一个提出“独狼”这一概念的学者，“独狼”，即马克思·佩恩所说的：“被边缘化的人”，他觉得自己游离于社会之外，被所有人误解，因此认为自己有权根据自己的规则行事。这一概念已经成了警方评估犯罪者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精神方面的问题有先天遗传也有后天的环境、个人经历等因素导致的，对于先天性的精神问题，能够得到监护人的照顾，社会的支持，有着良好的引导，从而远离犯罪，而后天的精神问题，比如由心理因素导致，心理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对这类重特大杀人案件的罪犯的影响也是致命的。

3.2、如何防患于未然，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 戈林曾宣称：“罪犯在心理方面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智商低下”这一论点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普遍支持。但到了2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罪犯的人格问题。1932年纽约的地方法庭心理诊所开始将罪犯根据人格进行评估分类，心理诊所会判断罪犯是否有精神问题、智商是高是低，是否心理变态或者神经质，以及罪犯的身体状况。贝尔维尤精神病院的一项长期研究项目认为上述人格特点决定了人是否会犯罪，此时，心理学家已经确定罪犯和普通人差不多，单他们有三个行为方面的特点：他们具有侵略性，喜欢毁灭和占有；看似被动、实际主动、而且有心理需求。特重大杀人案件的主犯在心理方面。可见重视精神病人的犯罪很重要，精神鉴定自然尤为必要，若是未得到正确的判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杀人案的主犯罪犯也将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关注心理才会防患于未然。

二战时期，德国希特勒对待精神病人像对待犹太人一样，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被虐杀。二战以后许多国际组织相继发表宣言谴责虐待精神病人的不人道行为。④联合国大会在1991年专门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决议，要求各个国家制定法律保护这一弱势群体。全球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精神卫生法，其中包含了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条款。

    对于特重大杀人案主犯的就预防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而言，给有严重凶杀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判处死刑，既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也起不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预防这类凶杀事件最根本的策略在于：对精神病人早期识别，早期治疗，充分治疗，严加监护。

　　以往许多有关精神病人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案情表明，不能及时识别精神病，未能尽早治疗，放任疾病发展，往往是酿成社会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我国现有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每年接受的鉴定案例中，精神病人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凶杀事件非常之多，只是大多数的案件并未报道而已。对待精神病人也要更加的科学、人性化，防患于未然。

而不是“一杀了之”。采取理智、有效的精神病防治措施，才能杜绝类似悲剧。

结论

    我的专业是法学，在法律的道路上讲究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用事实说话，讲法律，认证据，但是很多的刑事犯罪错综复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犯罪嫌疑人固然是可恨，但他们的可怜之处需要我们不光通过法律还要结合心理学及司法精神鉴定的结论给予不同的处罚，应当相信法律和科学会给予这些重特大的杀人犯和受害人们一个最公正的答案。

    这次论文写作，让我对法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法律就是社会的天平，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惩恶扬善，作为一名法学学生我感到骄傲，而这些都要感谢老师的谆谆教导！耐心引导着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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